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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提升居民数字素养既是顺应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亦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优化收入分配格

局的重要举措。 本文基于 2014—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有序概率单位(Probit)模型考察数字素养对

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提高了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经过内生

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均能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且数字应用场景

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特别地,数字素养更能够有效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

通过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赋能效应以及助推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金融市场投资的配置效应两条

路径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正向影响在农村地区、

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潜力区、中老年和低学历家庭更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全民数字素养,推动低收入

家庭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以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数字素养　 收入流动性　 收入分配　 共同富裕　 赋能效应　 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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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并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

这一目标。 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应对收入不平等问题[1] 。 收入不平等首先表现为收

入差距较大,其次表现在收入流动性的不充分。 收入流动性是指同一个体或家庭在不同时点收入组别的

变化。 与静态的收入差距相比,收入流动性能够更全面和动态地评估收入不平等问题。 即使在一段时期

内收入差距较大,倘若收入流动性充分,低收入的居民就有更多的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并实现向上流动。
当收入差距较大且收入流动性不充分时,低收入家庭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阶层跃迁,这将会引发更

多的社会问题。 根据测算,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自 2010 年起总体呈逐步下降趋势[2] ,对中国式现代

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形成严重的掣肘。 因此,现阶段探讨如何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是至关

重要的。
近年来,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 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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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质生产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3] 。 数字经济为广大社会群体创造巨大数字红利的同时,也
对居民的数字素养提出了要求。 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居民只有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才能真正地将数

字经济要素运用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分享数字红利。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十四五”国家

信息化规划》《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等纲领性文件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作出了部署。
其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指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

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只有不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数字红利,才能为数字经济

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产业分工模式的革

新以及经济增长路径的重塑,这一变革将逐步调整生产关系、商业组织方式和利益分享机制,进而对收入分

配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全新的收入分配关系[4] 。 在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的情况下,数字经济

塑造的新分配关系体现在不同个体之间的数字素养差异上。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

中,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居民的数字人力资本得以积累,收入也会随之增加[5] ;而数字素养相对薄弱的个体

难以通过积累数字人力资本来提升收入水平,长此以往会囿于低收入陷阱,向上突破困难,导致收入不平等

程度加剧。 当然,提升数字素养能否通过促进微观个体向上流动来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还存在理论上的不

确定性。 一方面,低收入家庭相比于高收入家庭面临更严重的信息配给约束,在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

下,数字素养可以为低收入家庭产生更高的边际回报,驱动其收入水平向上流动,这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

度;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在面对数字经济产生的新生机会时往往缺乏足够的处理能力,导致利用数字素养

获得的收益低于高收入家庭,难以实现收入水平向上流动,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 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
数字素养影响的综合效果亟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更多聚焦于数字素养对居民收

入[6] 、城乡收入差距[7]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8] 、居民幸福感[9] 以及就业质量[10-11] 的影响,而鲜有文献考察数

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那么,数字素养是否会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

动,为低收入家庭带来向上发展的机会? 如果能,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 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

背景下,厘清上述问题对于培育全民数字素养、为低收入家庭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2014—2022 年数据,对数字素养影响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因果效应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将人力资本范畴扩展至数字素养,丰富了人力资本理

论的相关研究;第二,回归收入流动性的内涵,聚焦于居民家庭收入组别的跨期变化,深入阐述居民家庭收

入流动性与数字素养之间的理论联系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居民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如何影响居民家庭

收入组别的跨期变化;第三,在探讨数字素养影响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基础上进行了作用机制检验和异

质性分析,不仅强化了核心结论的逻辑链条,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畅通居民向上流动通道,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收入流动性的概念最早由普雷斯( Prais,1995) [ 12] 提出,以此来分析社会阶层的变动。 之后,学者

们将收入流动性引入收入分配领域,收入流动性成为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 居民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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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主要分为代内收入流动性和代际收入流动性,本文主要从代内收入流动性( 简称为收入流动

性)视角评估数字素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围绕数字素养与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学者们从以下三

个方面开展了研究:
第一,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 多数研究得到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的结

论[13-15] ,少数研究认为在特定的时期内收入流动状况有所改善[16-17] ,还有研究发现收入流动性的变动呈现

出 U
 

型特征[18] 。 得到不同的结论可能是因为研究使用的测度方法与样本数据不同,但综合来看,2010 年之

后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 ,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难以稳定向上流动[19] ,从而对共同

富裕的实现形成严重的掣肘。
第二,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了个人和家庭社会特征是影响居民家庭

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教育[20] 、金融知识[21] 、正规就业[22] 、创业[23]等有助于低收入家庭跃升至

更高收入群体。 此外,国内学者还发现城镇户籍[24] 、土地流转[25] 、社会保险[26] 、税收负担[27] 、基本公共服

务[28]等再分配制度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数字金融[29] 、农村电子商务[30]

等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也陆续开展。
第三,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已有文献尚未直接研究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

动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数字素养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影响的分析上。 数字素养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拓

宽信息获取渠道,获取更多信息资源,而信息资源与其他资本相结合能为农户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31] 。
数字素养能够通过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来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7,32] ;在农村地区,数字素养也能够通

过增加低收入农户收入来缓解农户内部收入差距[8] 。 尽管提升数字素养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

仅仅是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层面,它并不能完全反映数字素养对收入“公平”的影响。 与收入差距相比,阶
层固化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更大。 数字素养在改善收入的同时能否实现家庭收入的向上流动? 这是现有

研究尚未涉及的。
综上所述,诸多文献为厘清数字素养与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借

鉴,但对于数字素养能否影响居民家庭收入组别的变动缺乏关注。 鉴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系统探讨数字素养是否会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以期为有效培育全民数字素养,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由人的知识和技能等构成的人力资本会对个体的就业和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 数

字经济时代下,数字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达成共识[33] ,也理应会影响居民家庭的经济

决策和收入状况。 数字素养具有技术偏向效应,主要表现为高数字素养群体的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明显增

加,获得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价,进而提高收入流动性。 接下来,本文从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两方面分析

数字素养具体是如何影响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
1. 数字素养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直接效应

数字素养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数字素养可以助力居民获取新知识、新思想和

新技能,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并从多方面提高收入水平[34] 。 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素养

可以提高家庭的劳动生产率。 首先,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农民把数字技术应用到远程灌溉、作物监测和牲

畜养殖等流程,实现对农业生产的自动化控制和智能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加农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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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其次,信息获取的改善或学习机会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实现劳动者的工资上涨。 另

一方面,数字素养可以帮助家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参与和数字经济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首先,具备相

应数字素养的农民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网络直播等途径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业收入水平[35] 。 其次,

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是劳动者获得这一产业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而这些产业

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最后,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居民家庭可以通过线上搜寻获得更多的创业和投资渠道

以提高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由此,可以提出假设 1。
假设 1:数字素养有利于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
2. 数字素养促进居民家庭向上流动的作用机制

数字技术突破了地理位置以及传统手段的约束,家庭可以依托新的应用场景积累资本[36] 。 此外,数

字素养有助于优化要素配置,家庭可以凭借数字素养对自身的资源进行调整,使其达到最优配置状

态[37] 。 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素养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两条作用机制:一是数字素养通过促进家

庭资本的积累来提高收入流动性,即赋能效应;二是数字素养通过优化家庭资源配置来提高收入流动性,
即配置效应。

(1)赋能效应。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教育资源不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上的

约束,各种小程序、网络学校等在线教育平台对知识的传播发挥了加速效应,教育和培训资源的共享范围和

受众群体不断扩大,教育的边际成本下降。 数字素养水平越高的劳动者越会抓住机遇积极参与这些教育和

培训活动,推动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增加预期经济回报,提升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

概率[38] 。 第二,社会资本积累。 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基于亲缘、地缘交流的空间局限性,扩大了线上

虚拟社会网络并能将其转化为现实人情资源,从而实现传统社交网络的外延[39] 。 劳动者具备一定数字素养

可以拓宽家庭的信息来源渠道,减缓信息配给约束,加速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获取更多提高收入的机会和

资源,增加家庭进入更高收入组别的可能性。 由此,可以提出假设 2。
假设 2:数字素养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提高不同家庭进入更高收入组别的概率。
(2)配置效应。 第一,非农就业效应。 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DeepSeek 的问

世,创造了大量的新型职业和新兴岗位,这为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劳动群体提供了机遇。 一方面,数字技

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增加了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产生了诸如算法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

(AI)设计师、数据库运行管理员等新职业。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平台经

济、共享经济和网红经济的兴起使得就业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创造了诸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

播等新兴岗位。 这些岗位都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数字素养较高的劳动者更容易满足新型职

业和新兴岗位的需求,实现高质量就业,从而提高工资性收入。 在经济增速放缓、各种风险因素叠加的大

环境下,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第二,金融市场参与。 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缩

短了金融交易流程,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触达性,增强了居民对金

融服务的使用意愿。 同时,数字金融提高了去中心化市场机制的信息效率,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

金融服务门槛,拓宽金融服务的边界,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金融投资需求,实现更高效的金融资源优化配

置[40] 。 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意味着劳动者及其家庭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和自信,能够

利用数字工具获取信息、进行沟通、解决问题。 这样的家庭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具备更全面准确的投资信

息,可以更便捷高效地享受金融普惠服务,因此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实现更有效的家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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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配置[41] ,进而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了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 由此,可以提出假设 3。

假设 3:数字素养通过助力家庭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与金融市场投资,增加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可

能性。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 CFPS

基线调查于 2010 年正式开展,此后每隔 2 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截至目前已进行了 7 轮完整调查。 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份,目标样本规模为 16

 

000 户,是极具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FPS 调查的

内容涉及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家庭决策、工作以及每位家庭成员的具体情况,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

基础。
考虑到数字素养的普及和发展以及数据指标的可得性,本文使用 2014—2020 年的数据①。 其中,

2014—2016 年、2016—2018 年和 2018—2020 年的数据分别用于计算 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居民家庭收

入流动性。 在删除重要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获得包含 14
 

223 个样本家庭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收入流动性。 首先,在每一期都将家庭按照人均纯收入等分为 5 个组别:低
收入、中等偏下、中等收入、中等偏上和高收入。 其次,根据家庭两期收入组别的变化情况来定义收入

流动性。 收入流动性的取值范围是- 4 到 4, - 4 表示家庭在第 t 期的收入组别相比于第 t- 1 期下降

4 个层级,4 表示家庭在第 t 期的收入组别相比于第 t- 1 期上升 4 个层级,依此类推,若两期组别没有

变化,则取值为 0。 取值结果反映了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方向和程度,正值表示向上的收入流动性,
负值表示向下的收入流动性,绝对值越大表明收入流动性越高。 因此,收入流动性是一个取值范围为

[ -4,4]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素养。 关于数字素养的界定,目前学术界与实务界尚未达成共识,加之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 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数字素养的概念也较为广泛,本文认为数字素

养的界定应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 尽管互联网使用仅是数字技术中的一个维度,但对于居民特别是低收入

家庭而言,通过电脑、手机接入互联网是其提升数字素养最主要的途径,也是云计算、大数据、5G 和人工智能

等其他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基础[42] 。 根据已有的文献[43-44] ,结合 CFPS 的对应指标,本文从数字设备接入、

数字信息意识和数字应用场景三个维度来构建居民的数字素养指标,具体选取的指标列示在表 1 中。 采用

熵权法对各类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得到数字素养指数。 利用户主的数字素养来衡量家庭数字素养掌握程

度,该变量数值越大说明家庭具备的数字素养水平越高。 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数字素养,以缓解可能存在

的反向因果问题。

7

① CFPS2020 和 CFPS2022 数据中关于数字素养的统计指标相较于之前年份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本文没有使用 2020—2022 年的数据计

算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并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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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素养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范围

数字素养 数字设备接入 是否使用手机 0(否) ~ 1(是)

每周业余上网时间 / 小时 0 ~ 122. 5

数字信息意识 互联网对于获取信息的重要程度 1(非常不重要) ~ 5(非常重要)

电视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 1(非常不重要) ~ 5(非常重要)

广播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 1(非常不重要) ~ 5(非常重要)

手机短信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 1(非常不重要) ~ 5(非常重要)

数字应用场景 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 1(从不) ~ 5(几乎每天)

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 1(从不) ~ 5(几乎每天)

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 1(从不) ~ 5(几乎每天)

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 1(从不) ~ 5(几乎每天)

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 1(从不) ~ 5(几乎每天)

3. 控制变量

首先,选取 2014 年收入组别变量来表示家庭在第 t = 0 期处于哪个收入组别,以控制基期收入组别对于

家庭向上流动难易程度的影响[45] ,取值为 1 到 5。 其次,鉴于人口结构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将户

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家庭规模和抚养比作为控制变量。 最后,还将家

庭储蓄、年份虚拟变量和区县虚拟变量纳入控制变量。 家庭储蓄可以从侧面反映家庭的收入状况,因而可

能会影响其收入流动性。 年份虚拟变量和区县虚拟变量是面板模型控制固定效应所需要的。
4. 机制变量

本文从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非农就业效应和金融市场参与四个方面考察数字素养对居民家

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积累采用家庭教育培训支出来衡量,以反映数字素养水平

提升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社会资本积累采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性

三个层面的指标来衡量。 其中,选取“家庭是否参与社会组织”来衡量社会网络,选取“对陌生人的信任度”
来衡量社会信任,选取“家庭礼金支出”来衡量互惠性。 由于使用的变量较少,这里直接采取等权重的方法

将三个层面的变量进行加总合成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积累能够反映数字素养水平提升通过积累家庭的社

会资源以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非农就业效应采用非农就业比率,即家庭从事非农就业人数占家庭

规模的比重来衡量,以反映数字素养水平提升通过增加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来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金融市场参与采用家庭是否持有金融产品来衡量,以反映数字素养水平提升通过促进家庭金融投资来促进

居民家庭收入组别向上流动①。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收入流动性的均值为 0. 000

 

0,标准差为 1. 248
 

4,表
明样本期内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程度总体一致。 数字素养的均值为 0. 183

 

6,说明家庭具备

的数字素养水平仍待提升。 数字素养的三个维度中,数字设备接入和数字信息意识的均值较小,分别为

0. 009
 

7 和 0. 068
 

3,而数字应用场景的均值相对较高,为 0. 106
 

4,说明样本期内家庭的数字素养水平更多取

8

① 从表 2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样本中持有金融产品的家庭仅占 7. 21%,因此根据是否持有金融产品可以明显区分出家庭能否获

取金融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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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数字应用场景。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收入流动性 家庭在第 t 期的收入组别相比于第 t-1 期的变化情况,取值

为-4 到 4。
0. 000

 

0 1. 248
 

4

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第 t-1 期的数字素养得分 0. 183
 

6 0. 207
 

4

数字设备接入 第 t-1 期的数字设备接入得分 0. 009
 

7 0. 008
 

8

数字信息意识 第 t-1 期的数字信息意识得分 0. 068
 

3 0. 052
 

2

数字应用场景 第 t-1 期的数字应用场景得分 0. 106
 

4 0. 174
 

6

控制变量 期初收入组别 家庭在 2014 年所处的收入组别,取值为 1 到 5 3. 000
 

4 1. 414
 

4

性别 第 t 期户主是否为男性:是= 1,否= 0 0. 540
 

5 0. 498
 

4

年龄 第 t 期户主年龄 / 周岁 50. 979
 

3 13. 677
 

2

受教育程度 第 t 期户主受教育年限 / 年 8. 251
 

2 4. 441
 

7

健康状况 第 t 期户主健康程度,取值为 1(非常健康)至 5(不健康) 2. 899
 

7 1. 192
 

2

婚姻状况 第 t 期户主是否有配偶:是= 1,否= 0 0. 868
 

3 0. 338
 

2

户口状况 第 t 期户主为城镇居民户口= 1,农村居民户口= 0 0. 554
 

7 1. 451
 

7

家庭规模 第 t 期当年的家庭人口数 3. 746
 

0 1. 881
 

5

家庭抚养比 第 t 期(家庭 15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量) / 家庭 16 ~ 64 岁的人口数量

0. 254
 

2 0. 329
 

5

家庭储蓄 第 t 期家庭现金和存款总值(元) / 10
 

000 6. 235
 

5 17. 691
 

5

机制变量 人力资本积累 第 t-1 期家庭教育培训支出(元) / 10
 

000 0. 419
 

0 0. 950
 

8

社会资本积累 第 t-1 期家庭是否参与社会组织(是 = 1,否 = 0)、对陌生人

的信任度(0 ~ 10)和家庭礼金支出(元)三个指标的平均加

总得分。

0. 151
 

8 0. 162
 

8

非农就业效应 第 t 期家庭从事非农就业人数占家庭规模的比重 0. 452
 

9 0. 397
 

1

金融市场参与 第 t 期家庭是否持有金融产品 0. 072
 

1 0. 258
 

6

　 　 (三)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式(1)所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
Mobilityi,t = β0 + β1Digskilli,t -1 + β2Groupi,0 + X′i,t  β + μ i + ν t + ε i,t (1)

其中, Mobility i,t 为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取值范围为[ - 4,4] 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由于该变量的取

值存在排序性质,采用有序概率单位(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更为合理。 Digskill i,t - 1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
示第 t - 1 期家庭 i 的数字素养水平; β 1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衡量了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

性的影响; Group i,0 为期初收入组别,表示 2014 年家庭所处的收入组别; X′i,t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户

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家庭规模、抚养比和家庭储蓄。 μ i 和 ν t 分别

表示区县固定效应①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同一区县内的家庭之间

9

① 有序 Probit 模型直接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特别是个体数量较多时,会带来统计上的附带参数问题( incidental
 

parameter
 

problem) ,
可以通过控制更广泛层面的固定效应来解决这一问题 [ 46] ,故本文没有控制家庭固定效应,而是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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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处理,以消除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的

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素养影响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Mi,t -1 = α0 + α1Digskilli,t -1 + α2Groupi,0 + X′i,tα + μ i + ν t + ε i,t (2)
Ni,t

 =
 

γ 0
 +

 

γ 1Digskilli,t -1 + γ 2Groupi,0 + X′i,tγ + μ i + ν t + ε i,t (3)
其中, Mi,t -1、Ni,t 为机制变量,分别代表赋能效应和配置效应。 赋能效应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

积累,配置效应包括非农就业效应和金融市场参与。

　 　 四、实证分析

　 　 (一)特征事实刻画

收入转移矩阵(income
 

transition
 

matrix,ITM)是测度收入流动性的基础,表示为:

P =

p11 p12 p13 … p1n

p21 p22 p23 … p2n

p31 p32 p33 … p3n

… … … … …
pn1 pn2 pn3 … pnn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ü

þ

ý

ï
ï
ï
ï

ï
ï
ïï

(4)

式(4)为 n × n 阶的跨期收入转移矩阵,即:
P = [pij] ∈ Rn×n

+ (5)
在式(4)中, n 表示收入组别的数量,本文根据家庭人均收入五等分进行收入转移矩阵进行测算,因此

n = 5。 pij 表示期初处于第 i 组的家庭在期末属于第 j 组的概率,元素数值均介于(0,1)之间,各行元素之和

等于 1。 收入转移矩阵主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收入组别没有发生变动的概率,数值越大意味着收入流动性

越低。
本文利用 2014—2020 年的四期数据测算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同时依据构建的数字素养指数中位数将样

本划分为数字素养水平较高和数字素养水平较低的两个子样本,通过比较两个子样本内各个家庭在样本期内

收入组的变化来直观地展示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表 3 展示了 3 个时段的两个子样本的收

入转移矩阵,其中 1 ~ 5 分别代表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 以

2014—2016 年为例,一方面,在数字素养水平较高的子样本中,2014 年处于低收入组的家庭,到 2016 年进入更

高收入组的概率为 58. 16%,明显高于数字素养水平较低的子样本中低收入组家庭的概率(48. 42%);类似地,
数字素养水平较高的子样本中,中等偏下收入组进入更高收入组的概率为 46. 22%,也要高于数字素养水平较

低的子样本中中等偏下收入组家庭的概率(42. 30%)。 特别地,数字素养水平较高的子样本中,低收入组家庭

直接跃升到高收入组的概率为 6. 58%,也要高于数字素养水平较低的子样本中低收入组家庭的概率(2. 64%),
说明数字素养水平较高的低收入组家庭更容易实现“逆袭”。 另一方面,2014 年处于高收入组的家庭,到
2016 年向下流动至更低收入组的概率为 37. 31%,明显低于数字素养水平较低的子样本中高收入组家庭的概率

(47. 04%),表明数字素养也能够抑制居民家庭收入向下流动。 其他时段的收入转移矩阵可同理解释。 上述发

现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但收入转移矩阵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余下部分将采用计量方法

来精准识别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因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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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数字素养水平下的家庭收入转移矩阵

家庭收入占比 / %

数字素养水平较高的样本家庭 数字素养水平较低的样本家庭

2016 年

1 2 3 4 5 1 2 3 4 5

1 41. 84 29. 21 13. 69 8. 68 6. 58 51. 58 26. 41 12. 50 6. 87 2. 64

2 20. 45 33. 33 25. 76 15. 91 4. 55 28. 08 30. 62 22. 82 13. 32 6. 16

2014 年 3 12. 47 20. 13 29. 55 27. 35 10. 50 16. 70 24. 24 29. 94 19. 75 9. 37

4 6. 92 12. 84 20. 36 36. 56 23. 32 9. 95 14. 48 27. 60 30. 32 17. 65

5 4. 23 5. 29 7. 55 20. 24 62. 69 4. 88 3. 83 13. 94 24. 39 52. 96

2018 年

1 2 3 4 5 1 2 3 4 5

1 42. 81 23. 64 18. 53 9. 59 5. 43 55. 28 25. 98 11. 81 5. 36 1. 57

2 21. 98 32. 37 25. 60 12. 56 7. 49 28. 65 35. 77 23. 03 9. 18 3. 37

2016 年 3 11. 06 21. 04 30. 59 26. 03 11. 28 13. 14 26. 49 32. 03 20. 74 7. 60

4 5. 65 8. 38 22. 22 40. 62 23. 13 10. 78 15. 54 25. 56 33. 08 15. 04

5 2. 68 4. 57 5. 98 19. 84 66. 93 4. 14 6. 69 8. 60 25. 79 54. 78

2020 年

1 2 3 4 5 1 2 3 4 5

1 36. 12 25. 42 17. 06 11. 70 9. 70 55. 78 24. 96 9. 55 6. 01 3. 70

2 20. 21 33. 33 25. 46 12. 08 8. 92 35. 63 32. 62 18. 87 7. 94 4. 94

2018 年 3 10. 55 22. 15 31. 86 22. 57 12. 87 17. 09 32. 70 28. 48 15. 19 6. 54

4 3. 05 9. 14 26. 34 39. 43 22. 04 6. 67 14. 61 28. 46 34. 62 15. 64

5 1. 21 1. 67 6. 83 24. 13 66. 16 5. 86 6. 55 14. 49 31. 03 42. 07

　 　 (二)基准回归

为了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基于式(1),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

分析,同时将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视为连续变量,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列示在表 4 中。 列(1)
和列(2)的结果均显示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

家庭跨期进入更高收入组。 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数字素养有助于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同时数字素养有利于降低农村家庭信息不对称,扩大产品交易规模和提高议价能力,提高农业收

入;其次,居民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可以通过线上渠道获取就业机会,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资性收

入;最后,居民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可以通过线上渠道获取创业和投资机会,增加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 多

渠道增加的收入最终促进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控制变量中,期初收入组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期初处于低收入组的家庭更容易提

高其收入组别。 特别地,数字素养的边际效应大于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数字经济时

代下数字素养对家庭收入以及家庭向上流动的影响要大于学历教育。 低收入家庭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但
具备了一定的数字素养后,居民仍然可以进入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岗位,获得更好的收入回报,进而推动家

庭收入向上流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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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数字素养 0. 385
 

0∗∗∗ 0. 371
 

2∗∗∗

(0. 054
 

3) (0. 052
 

1)

期初收入组 -0. 656
 

9∗∗∗ -0. 627
 

9∗∗∗

(0. 011
 

4) (0. 010
 

8)

性别 -0. 039
 

8∗ -0. 035
 

2∗

(0. 021
 

3) (0. 020
 

7)

年龄 -0. 005
 

3∗∗∗ -0. 005
 

2∗∗∗

(0. 001
 

0) (0. 001
 

0)

受教育程度 0. 050
 

6∗∗∗ 0. 048
 

4∗∗∗

(0. 003
 

4) (0. 003
 

3)

健康状况 0. 039
 

9∗∗∗ 0. 038
 

9∗∗∗

(0. 008
 

5) (0. 008
 

4)

婚姻状况 -0. 014
 

3 -0. 016
 

5

(0. 035
 

9) (0. 035
 

0)

户口状况 0. 047
 

6∗∗∗ 0. 048
 

5∗∗∗

(0. 007
 

7) (0. 007
 

2)

家庭规模 -0. 089
 

5∗∗∗ -0. 086
 

3∗∗∗

(0. 007
 

3) (0. 007
 

2)

家庭抚养比 -0. 248
 

0∗∗∗ -0. 234
 

2∗∗∗

(0. 046
 

0) (0. 044
 

8)

家庭储蓄 0. 005
 

5∗∗∗ 0. 005
 

2∗∗∗

(0. 001
 

3) (0. 001
 

2)

常数项 1. 923
 

3∗∗∗

(0. 084
 

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223 14
 

223

Pseudo
 

R2 /
 

R2 0. 131
 

7　 　 0. 336
 

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小括号中的数值是聚类

到县域的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列(1)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列(2)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三)内生性分析

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 例如,家庭对新技术的认

同程度、性格特征、风险态度等不可观测特

征可能同时对数字素养和收入流动性产生

影响,造成遗漏变量偏误。 鉴于此,本文首

先借鉴了奥斯特(Oster,2019) [47] 的方法进

行遗漏变量检验。 奥斯特检验的主要思路

是,通过估计量 β∗ = β∗(Rmax,δ) 可以获得

一致的估计结果。 其中 δ 表示选择比例,它
衡量了不可观测变量相较于可观测变量的

重要性; Rmax 的含义是当不可观测的遗漏

变量能够被观测时,回归方程的最大拟合

优度。 根据奥斯特(2019) [47] 的研究,当 δ
取值为-1, Rmax 取值为 1. 3 倍的 R2 时,若

β∗ = β∗(Rmax,δ) 落在估计参数的
 

95%
 

置

信区间内,则估计结果通过检验;或者 Rmax

仍取上述值时令 β∗ = 0 计算 δ 的取值,若
δ > 1, 则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结果发

现,遗漏变量所带来的估计偏误微乎其

微。 此外,在基准回归中,尽管使用了滞

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但此问题仍可能

存在。 为了进一步控制潜在内生性的影

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已有

研究采用省级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数[7] 、
省级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9] 作为数字素

养的工具变量。 然而,省级层面的互联网

发展程度并不能决定个体数字素养水平

的高低,因此二者的相关性不强。 为了克

服这一不足,本文选择微观层面的家庭网

络购物依赖程度作为数字素养的工具变

量①。 一方面,网络购物的前提是掌握一

定的互联网操作技能,居民需要具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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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素养水平才能进行网络购物,因此家庭网络购物依赖程度满足相关性假设。 另一方面,网络购物的

依赖程度更多地反映了居民的购物偏好和消费习惯[36] 。 一些消费者为追求性价比而更加偏好网络购物,而
另一些消费者出于对购物乐趣的享受,与他人沟通交流的社会情感需求更愿意进行线下消费。 由此可知,
家庭网络购物依赖程度与家庭的收入状况关联性不大,满足外生性条件。

针对式(1)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离散变量,本文运用鲁德曼( Roodman,2011) [48] 提出的工具变量条件

混合过程(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估计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5 列(1)和列(3)所示。 同时,为保

证结果稳健可靠,将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视为连续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 列(4)和列(6)所示。 列(1)显示,CMP 估计的统计量 atanhrho_12 在 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素养

为内生变量,同时也说明采取 CMP 模型来处理内生性是合理的。 同时,列(4)显示 2SLS 内生性检验的 P
值大于 0. 1,再次说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数字素养确实是内生的。 而且,无论是 CMP 还是 2SLS 估计,
第一阶段网络购物依赖程度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素养水平与网络购物依赖

程度正相关。 CMP 估计的第一阶段 F 统计量均大于经验法则的临界值 10,2SLS 估计的第一阶段回归的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 10%临界值 16. 38,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验证了本文的核心

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是相关的。 采用工具变量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列(3)和列(6)的第二阶段估计结

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正向影响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且与表 4 的列(1)和列(2)
相比回归系数略有上升,说明表 4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低估了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CMP 的估计结果更为一致与有效。

对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尽管本文已经从定性上阐述了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但仍然缺乏足够的说

服性,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统计检验。 本文设定式( 6) ,将工具变量 Z 作为控制变量直接加入基准回

归模型,通过观察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是否严格等于 0 来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列( 2) 和列( 5)
显示工具变量 Z 的回归系数 k2 不显著,但没有严格等于 0,而是接近等于 0,表明本文的工具变量并不

严格外生而是近似外生。 如果工具变量是近似外生的,也可以得到有效且一致的估计,康利等( Conley
 

et
 

al.,2012)依此提出了两种估计方法:一是置信区间集合( union
 

of
 

confidence
 

intervals,UCI) 方法,二
是局部近似零( local

 

to
 

zero,LTZ)方法 [ 49] 。 置信区间集合方法将 k2 相对宽松地设定为一个取值区间,

从而得到 k1 的置信区间。 根据李树和于文超( 2020) [ 50] 的研究,本文设定 k2 的取值区间为 [ 0,2b] , b
为列( 5)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 0. 009

 

4。 局部近似零方法采用假设 k2 的分布来估计得到 k1, 通常假设 k2 服

从正态分布。 根据列(7)和列(8)的估计结果,基于置信区间集合方法得到的 k1 的置信区间为(0. 239
 

1,
0. 819

 

1) ,列(6)的回归系数处于这一区间内;基于局部近似零方法得到的 k1 依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表明在工具变量不严格外生的条件下,数字素养依然可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意味着工具变量

的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Mobilityi,t = k0 + k1Digskilli,t -1 + k2Z i,t -1 + k3Groupi,t -1 + X′i,tk + μ i + ν t + ε i,t (6)

此外,在工具变量的严格外生性要求下,假设 E[Zε] = 0, 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工具变量很难与误差

项不相关。 内沃和罗森(Nevo
 

&
 

Rosen,2012)提出放松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假设[51] ,只需要满足工

具变量和误差项的相关系数小于核心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的相关系数,同时两个相关系数的方向相同,即
ρZε ≤ ρDε 且 ρZερDε ≥ 0, 从而得到关于 k1 一致估计量的边界。 参照其估计方法,本文使用 V = σD

Z -
ρZε

ρXε
σZDigskill 来修正工具变量(σ 为标准差),修正后的工具变量满足严格外生性假设,即 E[Vε]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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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得到 k1 的边界估计。 列(9)的估计结果显示, k1 的下界估计为 0. 254
 

3,上界估计为 0. 563
 

2,列(6)

的回归系数处于二者之间,表明在放松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假设的条件下,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有较

强的稳健性。 综合以上,尽管工具变量不完美外生,但仍然可以识别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正

向影响。 至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5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数字素养 0. 381
 

1∗∗∗ 0. 419
 

2∗∗∗ 0. 370
 

4∗∗∗ 0. 378
 

7∗∗∗ (0. 239
 

1, 0. 529
 

1∗∗∗ (0. 254
 

3,

(0. 057
 

5) (0. 146
 

6) (0. 055
 

0) (0. 130
 

0) 0. 819
 

1) (0. 190
 

3) 0. 563
 

2)

网络购物依赖程度 1. 113
 

0∗∗∗ 0. 043
 

1 1. 127
 

6∗∗∗ 0. 009
 

4

(0. 066
 

7) (0. 166
 

6) (0. 071
 

7) (0. 154
 

7)

常数项 1. 923
 

1∗∗∗ (1. 374
 

3, 1. 511
 

3∗∗∗

(0. 085
 

0) 1. 648
 

4) (0. 072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tanhrho_12 -0. 059
 

1∗∗

(0. 023
 

8)

内生性检验 P 值 0. 951
 

2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44. 020
 

0 247. 378
 

0

[16. 38]

观测值 14
 

233 14
 

223 14
 

223 14
 

223 14
 

223 14
 

223 14
 

223 14
 

223 14
 

223

　 　 注:中括号内为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 10%临界值;列(1)和列(3)为 CMP 模型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列(4)和列(6)为 2SLS 模型的两

阶段回归结果;列(2)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列(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列(7)—列(9)为 2SLS 模型回归结果基础上的工具变

量近似外生检验(UCI、LTZ、放松不相关假设);列(7)和列(9)报告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

　 　 (四)数字素养的不同维度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数字素养的不同维度可能会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本文进一步将数字素养的三个不

同维度(数字设备接入、数字信息素养和数字应用场景)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表 6
的结果显示,三个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当分别提升 1 个标准差

(0. 008
 

8、0. 052
 

2、0. 174
 

6)时,家庭跨期进入更高收入组的概率分别提高 4. 95%、2. 59%和 7. 98%,这表明

三个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均能够提高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其中数字应用场景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可

能的原因是,数字设备接入和数字信息素养都能够通过数字媒体获取海量信息,但如何甄别和利用有效信

息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仍然需要更高层次的数字素养。 数字应用场景让居民实现了从使用数字设备,获
取海量信息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工作、创业以及进行市场交易资源整合,使得自身工资性收入、经营

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从而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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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数字设备接入 5. 625
 

2∗∗∗

(0. 007
 

7)

数字信息素养 0. 496
 

4∗∗∗

(0. 191
 

0)

数字应用场景 0. 457
 

1∗∗∗

(0. 062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223 14
 

223 14
 

223

　 　 (五)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平均边际效应

考虑到有序 Probit 模型回归系数提供的信息不够充足,本文在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基础

上,进一步估计了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平均边际效应,结果如表 7 所示。 可以看出,当数字素

养每提升 1 个标准差(1. 248
 

4) 时,家庭跨期向上流动 1、2、3、4 个组别的概率分别提高 6. 07%、3. 98%、
2. 05%、0. 75%,而跨期向下流动 1、2、3、4 个组别的概率分别下降 6. 62%、4. 08%、1. 82%、0. 64%,说明数字

素养不仅可以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同时又降低了向下流动的风险,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结合表 6 的结

果计算得到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平均边际效应,表 7 的结果显示三个不同维度的

数字素养同样均能够促进居民家庭收入跨期向上流动,同时又降低了跨期向下流动的风险,其中数字应用

场景的效果最佳,与前文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表 7　 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平均边际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数字素养 -0. 005
 

1∗∗∗ -0. 014
 

6∗∗∗ -0. 032
 

7∗∗∗ -0. 053
 

0∗∗∗ 0. 002
 

5∗∗∗ 0. 048
 

6∗∗∗ 0. 031
 

9∗∗∗ 0. 016
 

4∗∗∗ 0. 006
 

0∗∗∗

(0. 000
 

8) (0. 002
 

2) (0. 004
 

9) (0. 007
 

5) (0. 000
 

5) (0. 006
 

8) (0. 004
 

8) (0. 002
 

4) (0. 001
 

0)

数字设备接入 -0. 074
 

6∗∗∗ -0. 214
 

1∗∗∗ -0. 478
 

3∗∗∗ -0. 774
 

0∗∗∗ 0. 038
 

1∗∗∗ 0. 711
 

5∗∗∗ 0. 465
 

6∗∗∗ 0. 238
 

6∗∗∗ 0. 087
 

1∗∗∗

(0. 018
 

6) (0. 045
 

4) (0. 103
 

5) (0. 164
 

5) (0. 009
 

7) (0. 150
 

6) (0. 101
 

6) (0. 051
 

2) (0. 019
 

7)

数字信息素养 -0. 006
 

6∗∗ -0. 018
 

9∗∗∗ -0. 042
 

2∗∗∗ -0. 068
 

4∗∗∗ 0. 003
 

4∗∗ 0. 062
 

8∗∗∗ 0. 041
 

1∗∗ 0. 021
 

1∗∗∗ 0. 007
 

7∗∗∗

(0. 002
 

6) (0. 007
 

3) (0. 016
 

3) (0. 026
 

4) (0. 001
 

4) (0. 024
 

0) (0. 016
 

1) (0. 008
 

1) (0. 003
 

1)

数字应用场景 -0. 006
 

0∗∗∗ -0. 017
 

3∗∗∗ -0. 038
 

8∗∗∗ -0. 062
 

9∗∗∗ 0. 003
 

0∗∗∗ 0. 057
 

7∗∗∗ 0. 037
 

9∗∗∗ 0. 019
 

4∗∗∗ 0. 007
 

1∗∗∗

(0. 001
 

0) (0. 002
 

5) (0. 005
 

7) (0. 008
 

5) (0. 000
 

6) (0. 007
 

8) (0. 005
 

5) (0. 002
 

8) (0. 001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注:列(1)—列(4)分别代表向下流动 4 个组别、3 个组别、2 个组别、1 个组别
 

;列(5)为组别不变;列(6)—列(9)分别代表向上流动 1 个

组别、2 个组别、3 个组别、4 个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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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数字素养对不同收入组别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尽管总体上数字素养能够提高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但这一效应究竟是体现在低收入家庭上还是高

收入家庭上? 倘若体现在高收入家庭上,则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会使高收入家庭获益更多,不利于缓解收入

不平等。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构造数字素养与基期收入组别的交互项来进行对比

分析。 表 8 的结果显示,数字素养与低收入组和中等偏下收入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正向显

著,数字素养与中等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数字素养与高收入组交互项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低收入组和中等偏下收入组

收入流动性的改善,数字素养可以有效促进低收入家庭跨期进入更高收入组。 这意味着,数字素养对居民

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正向影响具有包容性,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水平可以缩小低收入家庭与中高收入家庭在收

入流动性上的不平等,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表 8　 不同收入组别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数字素养 0. 320
 

5∗∗∗ 0. 340
 

4∗∗∗ 0. 377
 

3∗∗∗ 0. 414
 

0∗∗∗ 0. 488
 

4∗∗∗

(0. 057
 

2) (0. 058
 

9) (0. 057
 

8) (0. 063
 

3) (0. 060
 

8)

数字素养×低收入组 0. 497
 

7∗∗∗

(0. 150
 

5)

数字素养×中等偏下收入组 0. 299
 

9∗∗

(0. 148
 

0)

数字素养×中等收入组 0. 050
 

1

(0. 133
 

3)

数字素养×中等偏上收入组 -0. 119
 

5

(0. 100
 

3)

数字素养×高收入组 -0. 355
 

9∗∗∗

(0. 104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七)稳健性检验

1.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数字素养指数,但熵权法计算的权重只能反映数据本身的

特点,并不能代表各指标的重要程度。 在没有明确的标准界定不同指标重要程度的情况下,采用等权重法

对指标重新赋权得到数字素养指数。 表 9 列(1)的结果显示,重新赋权得到的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表明改变数字素养的赋权方式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前文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此外,前文的研

究发现数字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应用场景,因此本文选取数字应用场景五个维度的指标,采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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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法重新衡量数字素养。 表 9 列(2)的结果显示,重新定义的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正且显著,进一

步证实前文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2.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更准确地衡量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避免收入五等分划分标准可能产生的收入分组偏误,借鉴袁青

青和刘泽云(2022) [52]的研究,采用收入百分位排序来确定各期每个家庭的收入组别,基于两期的排序变动

重新构造收入流动性变量,估计结果列示在表 9 列(3)。 结果显示,采用收入百分位排序的变化来衡量收入

流动性时,前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除了以两个收入组别变动衡量的相对收入流动性指标,收入流动性还可

以用期末和期初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额来衡量,又称为绝对收入流动性指标。 对此,基于两期人均收入

的差额构造新的收入流动性变量,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列示在表 9 列(4)。 可以

看出,被解释变量更换为绝对收入流动性指标时,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以不同方式

定义被解释变量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3. 调整样本

根据样本数据调查期,结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可
知 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 60 岁以上网民占比分别为 4. 0%、6. 6%和 11. 2%,可以看出老年人具备数字素

养的比例有限,难以提供有效的识别信息;但随着数字经济和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网民比例不断上

升。 考虑到样本的年龄分布,本文将 65 岁以上的样本剔除,剔除后重新估计的结果列示在表 9 列(5)。 估

计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再一次证明了前文的结论较为稳健。 另

外,为避免短期内收入波动导致的收入流动性变动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 CFPS2014、CFPS2018 和

CFPS2022 重新构建时间跨度更长的样本,来检验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长期影响。 表 9 列(6)
的结果显示,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正向显著,表明数字素养在长期内也能够促进居民家庭跨期进入更高

收入组,即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 9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数字素养 0. 484
 

3∗∗∗ 0. 071
 

4∗∗∗ 0. 319
 

8∗∗∗ 0. 537
 

0∗∗∗ 0. 724
 

1∗∗∗ 1. 049
 

3∗∗∗

(0. 075
 

0) (0. 009
 

7) (0. 050
 

6) (0. 218
 

2) (0. 063
 

5) (0. 091
 

3)

常数项 3. 210
 

9∗∗∗

(0. 167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223 14
 

223 14
 

223 14
 

223 10
 

866 9
 

718

　 　 注:列(1)采用等权重法重新赋权来衡量数字素养;列(2)选取数字应用场景五个维度的指标,采用等权重法重新衡量数字素养;列(3)基

于两期的排序变动重新构造收入流动性变量;列(4)基于两期人均收入的差额重新构造收入流动性变量;列(5)剔除 65 岁以上的样本;列(6)
构建时间跨度更长的样本。

　 　 五、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本部分进一步检验数字素养如何通过赋能效应和配置效应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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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

　 　 (一)赋能效应: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

此处主要验证两个途径,即数字素养能否通过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来提高居民家庭收

入流动性,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增加了家庭

教育培训支出和社会资本水平,表明数字素养通过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产生赋能效应,为提高家

庭收入流动性创造条件。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互联网的推广应用,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家庭积极利

用互联网的信息资源增加自身教育投入,积累人力资本,同时也会积极扩展自身的社会网络以获取优质资

源,积累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家庭有更多获取高收入的机会,进而促进居民家庭收

入向上流动。

　 　 (二)配置效应:非农就业效应与金融市场参与

这里主要验证两个途径:数字素养水平提升能够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效应和金融市场参与来促进家

庭收入向上流动,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在 1%的水平下提高了家庭

非农就业比率和持有金融产品的概率,表明数字素养有利于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以及家庭参与金融

投资,进而实现收入增值,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数字经济发展创造大量新型职业和新兴岗位,具备一定

数字素养的劳动者可以更好地适应需求从而实现高质量就业;数字金融的发展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市

场门槛,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家庭可以有效参与金融市场,通过持有金融产品拓宽增收渠道。 非农就业和

金融投资使得家庭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明显上升,提高了收入流动性。

表 10　 作用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数字素养 0. 274
 

3∗ 0. 173
 

8∗∗∗ 0. 307
 

1∗∗∗ 0. 447
 

0∗∗∗

(0. 162
 

7) (0. 031
 

0) (0. 046
 

9) (0. 078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注:列(1)—列(4)机制变量分别为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非农就业效应和金融市场参与。

　 　 六、进一步分析:地区异质性和群体异质性

尽管总体上数字素养提高了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但为更加全面分析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

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分析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正向影响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是否会表现出明

显的异质性,特别是对于相对欠发达地区和相对弱势群体能否发挥更好的效果,这直接关系到不平等程度

的降低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层面的地区异质性和微观层面的群体异质性展开进一步分

析,以便根据有效性条件分类设计优化对策。

　 　 (一)地区异质性

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会造成不同地区家庭具备的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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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同。 因此,检验不同地区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异质性影响有其必要性。 具体而言,本

部分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①和数字经济潜力区②三类地区的虚拟变量以

及与数字素养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 表 11 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

的正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强,这意味着推动数字素养培育能够有效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家

庭参与数字经济相关的生产活动,并以此实现家庭资源配置的改善,提高收入流动性,这对于欠发达地区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有着重要启示。 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地区的家庭相比于欠发达

地区的家庭本身就具备信息资源优势和较好的经济福利水平,数字素养提升所产生的经济福利相对有限,

而欠发达地区的家庭可以凭借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来弥补信息资源方面的劣势[54] 。 尤其是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在数字素养的培育和推广方面具有“后发优势”,

对经济福利提高的边际效果更加明显。 表 11 列(3)的结果显示,对于不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数字

素养对数字经济潜力区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 可能的解释是: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的数字经济潜力

区,数字化赋能收入增长的空间更大,家庭依靠数字素养参与经济活动获得的边际收益更大,进而更好地推

动该类地区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总体而言,数字素养可以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家庭增收并实现向上流

动,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群体异质性

除地区异质性外,家庭特征的不同也可能导致数字素养的应用效果方面存在差异。 本部分依次从户主

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检验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异质性影响。 具体而言,本部分在基准回

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上述维度与数字素养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 表 11 列(4)将女性虚拟变量(户主为女

性赋值为 1,男性赋值为 0)与数字素养的交互项纳入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户主,数字素养对

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效应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表明,数字素养没有造成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经济回

报差距,这在缩小性别收入不平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表 11 列(5)将中老年虚拟变量(户主年龄在

45 周岁以上设定为中老年,赋值为 1,否则为青年,赋值为 0)与数字素养的交互项纳入回归,结果显示,数字

素养对中老年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正面影响强于青年家庭。 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青年家庭,中老年家庭参

与数字经济活动相对不足,而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就业创业和金融投资,从而增加

收入,切实提高家庭进入更高收入组别的可能性。 表 11 列(6)将低学历虚拟变量与数字素养的交互项纳入

回归。 参照张勋等(2019) [55]的研究,将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划分为高学历,户主受教育程

度为高中以下的家庭划分为低学历。 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低学历家庭收入流动性的积极效应更强。 可能

的原因是:高学历家庭已经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且本身处于较高的收入组别,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

动性的提高效应有限;而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为低学历家庭提供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会。 数字

素养帮助低学历家庭突破了学历限制,通过参与非农就业与金融投资来优化家庭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低学

历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整体来看,数字素养提升了低收入群体的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契合了包

容性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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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将各年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水平的省份定义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参考赵涛等(2020) [53] 的研究,通过测算样本期内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将各年份低于全国水平的省份定义为数字经济潜

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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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数字素养 0. 233
 

0∗∗∗ 0. 173
 

8∗∗ 0. 131
 

1 0. 426
 

8∗∗∗ 0. 283
 

1∗∗∗ 0. 182
 

7∗∗

(0. 060
 

4) (0. 086
 

6) (0. 084
 

9) (0. 069
 

1) (0. 066
 

7) (0. 077
 

7)

数字素养×农村地区 0. 298
 

5∗∗∗

(0. 105
 

1)

数字素养×经济欠发达地区 0. 302
 

7∗∗∗

(0. 109
 

1)

数字素养×数字经济潜力地区 0. 351
 

1∗∗∗

(0. 105
 

2)

数字素养×女性 -0. 086
 

1

(0. 085
 

4)

数字素养×中老年 0. 257
 

7∗∗∗

(0. 087
 

2)

数字素养×低学历 0. 334
 

4∗∗∗

(0. 096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14
 

233

　 　 七、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数字素养已经成为居民收入

增长的新动能,同时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 现有文献集中探讨数字素养对当期收入差距的影

响,忽视了对跨期收入流动的影响。 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为不同收入群体创造更加积极的收入向上

流动的通道,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所在。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

分析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开展了作用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得到三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数字素养可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 这不仅体现在数字素养可以促进家庭收入向上

流动,同时又能够降低向下流动的风险。 三个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均能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其中数

字应用场景发挥了主导作用。 此外,相比于中高收入家庭,数字素养更能够有效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向上

流动。 第二,赋能效应和配置效应是背后的作用机制。 数字素养可以帮助家庭通过互联网的教育资源和扩

展的社会网络促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数字素养还可以帮助家庭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的

新型职业和新兴岗位的需求,加速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数字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数字素养

有助于家庭参与金融投资实现收入增值,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 第三,数字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

性的正向效应具备包容性特征,表现为数字素养对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数字经济潜力区的居民家

庭收入流动性的正向效应更强,该效应在中老年和低学历家庭也更强,这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

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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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充分发挥数字素养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和共同富裕等方面有如下启示。 第一,建设完善全民数字素养培育体系。 政府应切实加强顶层设计,构
建知识更新、创新驱动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着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将培育数字素养贯穿于义务教育各

阶段;针对农民、产业工人和新兴职业群体的需求开展常态化数字素养培训活动;运用视频动画、网络直播

和虚拟现实等载体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免费的数字素养学习资源。 此外,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应用场景

在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学习、数字工作与数字商业技能理应成为数字素养培

训的重点方向。 第二,匹配政策以充分释放数字素养红利。 持续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制度;加强社会网络建设,注重培育和维护社会信任与互惠性;挖掘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潜力,加强数字

技术创新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拓宽就业新空间;进一步引导数字金融覆盖中低收入家庭,推行无障

碍金融服务,为充分发挥数字素养推动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第三,促进数字素

养的包容性发展。 在整体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同时,要注重区域协调和人群普惠,推进数字素养的培训向

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数字经济潜力区延伸,加强妇女、中老年人和低学历者等重点人群的数字素养培

训,保障其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让每个人能够公平享有发展的机会,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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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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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Household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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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digital
 

literac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Enhancing
 

digital
 

literac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adapting
 

to
 

the
 

digital
 

era
 

and
 

a
 

major
 

move
 

to
 

boost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and
 

optimize
 

income
 

distribution.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literacy
 

on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which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lleviating
 

income
 

inequality,
 

creating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and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By
 

constructing
 

the
 

indicator
 

of
 

income
 

mobility
 

through
 

the
 

income
 

transition
 

matrix
 

based
 

on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4
 

to
 

2022,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literacy
 

on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with
 

a
 

longitudinally
 

tracked
 

household
 

sample,
 

and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literacy
 

facilitates
 

the
 

upward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In
 

additio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digital
 

literacy
 

can
 

improve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with
 

digit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exhibiting
 

a
 

more
 

positive
 

effect.
 

In
 

particular,
 

digital
 

literac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upward
 

mobility
 

of
 

low-
income

 

households.
 

Second,
 

digital
 

literacy
 

drives
 

household
 

upward
 

mobility
 

through
 

two
 

paths:
 

the
 

empowerment
 

effect,
 

which
 

fosters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llocation
 

effect,
 

which
 

facilitates
 

non-farm
 

employment
 

and
 

financial
 

market
 

investment.
 

Thir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literacy
 

on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s
 

prominent
 

in
 

rural
 

areas,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areas
 

with
 

digital
 

economic
 

potential,
 

as
 

well
 

as
 

among
 

middle-aged,
 

elderly,
 

and
 

less-educated
 

household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this
 

paper
 

expands
 

the
 

scope
 

of
 

human
 

capital
 

to
 

encompass
 

digital
 

literac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reby
 

enrich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human
 

capital.
 

Second,
 

returning
 

to
 

the
 

intrinsic
 

definition
 

of
 

income
 

mobi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temporal
 

changes
 

in
 

household
 

income
 

brackets
 

and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theoretical
 

linkage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and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Third,
 

the
 

diversified
 

empirical
 

tests
 

further
 

strengthen
 

the
 

logical
 

coherence
 

of
 

the
 

core
 

findings
 

and
 

provide
 

policy
 

insights
 

for
 

enhancing
 

upward
 

mobility
 

channels
 

and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including
 

improving
 

households’
 

digital
 

literacy,
 

strengthening
 

the
 

capital-accumulation
 

and
 

resource-allocation
 

functions,
 

and
 

designing
 

region-
 

and
 

group-
specific

 

strategie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income
 

mobi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common
 

prosperity;
 

empowerment
 

effect;
 

allo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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